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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是创烧于北宋中期的民窑
体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
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从明代谢肇
淛《五杂俎》中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
磁器者，盖河南磁州窑最多，故相沿名
之”可知，磁州窑得名自磁州，并以磁
州为中心辐射至山东、山西、河南、四
川、江西、安徽、陕西、福建等地，其中
河北、河南和山西三省较为集中，形成
自宋代以来庞大的磁州窑体系。

磁州窑所造瓷器胎体采用当地
“大青土”，原料中多含有铁、钛、铝等
成分，白度不高，呈灰白和灰褐色。胎
体相较于南方瓷系的景德镇、龙泉更
为疏松，器物表面多伴有颗粒感和一
些未烧透的孔隙、斑点等。因其民窑
特性，在生产制造上更为自由，形成了
技艺庞杂、品种多样、流通广泛的特
点。在装饰上，磁州窑在宋代五大名
窑基础上突破了单色釉限制，不仅烧
造白瓷、墨瓷、黄瓷、绿瓷、三彩，更是
形成以刻花、彩绘为代表的装饰技艺。

不同于景德镇、德化、宜兴等地瓷
器的光洁、细腻、雅致，磁州窑的刻花
与彩绘装饰是典型的“粗瓷细作”，营
造象外虚空的古朴闲逸之美。磁州窑
刻花是在灰白色胎体上略施一层洁白
的化妆土，用以修饰胎体的凹凸不平，
之后在瓷器表面进行纹样划刻，露出
灰白胎地。刻花中的白地黑花则是在
白色化妆土之上再施一层黑色化妆
土，之后剔刻花纹，形成黑白映衬的视
觉效果。磁州窑彩绘以白地黑花和铁
锈花最具代表性。从现有博物馆藏磁
州窑器物来看，其彩绘无论是生动传
神的花鸟、灵活的瑞兽、静谧的山水、
惟妙惟肖的婴戏还是气韵生动的书
法，均在用笔、构图、章法以及韵味上
与传统书画高度同源。民间生活与自
然物象等题材加上质朴的胎体，往往
使磁州窑带给人们的第一观感是“粗
糙”，但通过刻花与彩绘等不拘泥于小
节的装饰以及浓烈色彩的映衬，反而
开启了磁州窑吸收传统绘画和书法技
艺的先河，创造性地将民间题材与中
国传统书画构图，以及古代诗词、民间

谚语和文学作品等巧妙地挪移到瓷器
上，并对临近的定窑、邢窑，后世的青
花瓷彩绘均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影响
到东南亚、日本、欧美部分地区的陶瓷
烧造与装饰。

率性自由是磁州窑刻花与彩绘的
特点，在瓷器上进行刻绘又受到器型
与材料的限制，因此，磁州窑从古至今
始终洋溢着率性与克制相互交织的独
特魅力，这与当代陶瓷创作的审美取
向不谋而合，吸引了众多来自全国其
他陶瓷产区的陶艺家与年轻学子扎根
磁州窑，探寻古朴闲逸的磁州窑风格
与当代艺术的相互融合。

艺术家们结合当代艺术创作方法
与陶艺创作经验，通过胎体的刻花与
釉料的挥洒，以灵动的线条、雅致的色
彩、粗犷的质感传递着经由古代而来
却又别具一格的当代气质，在黑与白、
青与灰、铁锈红与暖绿等色彩的相互
映衬下，为磁州窑创作拓展出更多可
能，在拙与雅之间，铺陈出传统书画与
当代陶瓷、传统工艺与当代艺术融合
之路，为这一曾经的民间重要瓷器体
系搭建通向当下的灵性化桥梁，传递
出磁州窑实用不失雅致、朴素不失端
庄、质朴不失精妙、豪放不失章法的古
朴闲逸。

古朴闲逸 磁州窑的刻花与彩绘
●臧小戈

北宋磁州窑黑地划花牡丹纹瓶

磁州窑黑色刻花箭筒 元末明初磁州窑云鹤纹小罐

闹牛山景区

闹牛山，海拔662.5米，像一条巨
龙横卧在洮南市煤窑乡和内蒙古自治
区交界处。闹牛山山高树绿，一座座
连绵起伏形状各异的大小山头与蓝天
白云相辉映，景色美不胜收。

登上闹牛山，各种野生植物竞相
簇拥，长势繁茂。山上有杏树、枫树、
山葡萄树、针叶树等十余种天然林，覆
盖率达50%以上。山里曾有狐狸、黄
羊、獐子、狍子、野鹿、狼等稀有动物和
沙半鸡、飞龙、铁雀、野鸡等一些珍
禽。山上盛产的防风、黄芪、远志、桔
梗、红花等20多种药材，已成为附近
村民的无尽财源。

闹牛山还有丰富的铜、铁、金、煤炭
资源。经科学探测，闹牛山藏有中灰分、
低硫、高磷、高发热量的煤炭矿藏。煤种
有肥焦、贫瘦、无烟三种。始建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的万宝煤矿就在山的东侧。

昂岱山景区

昂岱山海拔480.4米，坐落在洮
南市那金镇境内。昂岱山是蒙语，意
思是此山狐狸多。山上有几百种草木
植被和野生中草药材，有大量的建筑
石料石灰石和珍珠岩。山脚下有一条
那金河和一个美丽的人造湖群昌水
库。山水相互映衬，景色宜人。

连绵起伏、高耸入云的昂岱山以
它特有的神奇和壮丽，寄托着劳动人
民对真、善、美和幸福吉祥的向往和希
冀。在山的西南侧有一个很深很深的
山涧，人们称之为“狐仙潭”。传说那
是善良的农民宝柱和美丽的狐仙小玉

夫妻居住的地方。昂岱山的主峰上，
有一块两间房子那么大的石头，石头
下边有一个很大的洞巢，当地人都管
它叫“老鹰窝”，传说那是为民除害、斗
败千年蛇精的金眼神雕的住处。主峰
西侧的一条长岗，人称“野鸡岭”，那里
到处都有羽毛美丽耀眼的山鸡身影，
雄呼雌答的鸣叫声响彻山野，是昂岱
山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

秋天，山变成了金黄色，农民都忙
着采集山果、药材，收割柳枝。这里的
柳编也非常红火，产品出口到亚洲、欧
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给当地的百姓
增添了不少收入。

昂岱山现在的美景是来之不易
的。“文革”时期，山上的资源遭受严重
破坏。1983年，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
充分认识到大地失去植被的枯燥和山
洪暴发的祸患，决心恢复昂岱山的植
被和生态，开始封山育林，每年春季都
有近万人上山植树、挖鱼鳞坑。鱼鳞
坑雨季蓄纳了山上的雨水，消除了山
洪的隐患，并为山上植物的生长积蓄
了水源。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恢复
了昂岱山的植被。不仅生态环境变
样，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昂岱山空气清新、蓝天高远。那
金河底的游鱼、碎石清晰可见；群昌水
库像一面梳妆镜，没有一丝波澜，由她
哺育的千顷稻田郁郁葱葱、一望无边；
水库背面山坡上的烈士陵园和阎群昌
烈士纪念碑讲述着几十年前发生在这
里的悲壮故事；那金林场的400公顷
大片林，10公顷果园，山坡上有半个
世纪以来几代人寻寻觅觅、至今才找
到的深井清泉，这些都是昂岱山美丽
的风景线。

（白城市文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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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两汉之交崔篆所著的《御
史箴》已佚，仅存“简上霜凝，笔端风起”这
两句。不过管中窥豹，我们依然能够感受
到崔篆对“箴”这一文体的重视，以及对御
史这一官职的尊崇。

箴文，作为一种以劝诫为主要功能的
特定文体，夏、商已经出现。有的是君王
的自诫，比如传为大禹所作的《夏箴》，也
有的是大臣向君王的劝箴，如虞人为劝君
王戒田猎而作的《虞箴》。箴文之兴，周朝
甚至出现专为君王收集献箴的官职“少
师”，“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瞽献曲，史献书，师箴……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御史，职司监察，在秦汉时代，其负责
人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地位举足轻
重。向君王献箴，无论御史本人或者以御
史的名义，都不应缺席。不过，揆诸史料，
西汉之前未见《御史箴》，西汉扬雄以地方
官员和朝廷官员名义而作的《十二州箴》

《二十五官箴》，其现存官箴篇目中也无一
涉及御史，亡佚篇目更是无从查询。

补此遗憾的是崔篆。崔氏一门以文学
著称，当时有“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
遂为儒家文林”之誉，撰写箴文，史有记载
的，除了崔篆的《御史箴》，还有其后代崔
骃《大理箴》、崔瑗《叙箴》《司隶校尉箴》等
十篇箴文、崔琦《外戚箴》、崔寔《谏议大夫
箴》等。尽管崔篆《御史箴》成于何时难以
确定，具体内容难以探知，但揆诸目前史
料，它的的确确是现存最早的《御史箴》。

崔篆《御史箴》仅留“简上霜凝，笔端
风起”两句。崔篆所处的时代，奏章仍写
在竹简上，御史持简上朝，要把问题说到
点上，穴位刺到痛处，一针见血，绝不能含
含糊糊，遮遮掩掩，也不能听之任之，随波
逐流，更不能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笔端
风起是指御史奋笔疾书的状态，问题急
迫，心中急虑，下笔急速，反映到奏章上，
风雷迅猛，势不可当。寥寥数语，字字千

钧，既写出了御史这一职位的特点，也写
出了御史这一官员的特征，御史既要能精
准发现问题，也要能勇于担当善于担当。

历经变迁，流传至今，这八个字不仅成
为崔篆《御史箴》的指代，更成为御史的象
征。南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将此八
字作为奏章的标准，在提出奏章旨在“明宪
清国”后，罗列周、秦、汉奏章特点，强调御史

“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
上凝霜者也”，唐徐坚等在《初学记·职官部
下》以此八字诠释御史大夫的品质，柳宗元
写给曾经同为监察御史友人的诗句“执简
宁循枉，持书每去邪”中，也化用此意。

文字的背后是人。崔篆虽未担任过
御史，却有着如御史一样的情怀和担当。
其时王莽篡位，社会动荡，朝野不宁，崔篆
担任郡守，看到县里刑罚残酷，吏缘为奸，
冤狱横行，监牢人满，决定为受诬者平反，
释放两千多人。其僚属不敢承担相关责
任，十分害怕，叩求他收回成命，劝他说：

“君诚仁者，然今独君为君子，将有悔乎！”
崔篆回答说：“吾无悔，若杀吾而赎二千
人，何悔之有。”崔篆敢作敢当，虽多次被
举荐，多次被委以重任，但他不愿同流合
污，主动请辞，“遂悬车以絷马兮，绝时俗
之进取”，最终客居荥阳，闭门潜思，著有
《周易林》《慰志赋》等。

《御史箴》并非向壁虚造。崔篆祖父
崔朝曾担任过侍御史，父亲崔舒历任四郡
太守，均有贤能之名。不过，王莽执政后，
崔氏政声不佳，一方面是王莽极尽拉拢之
能事，许以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崔篆兄长
崔发等主动攀附，如建议王莽修建九庙，
靡费巨资，徒死者以万数，崔发后来任大
司空，一时权势滔天。崔篆撰写《御史
箴》，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或多或少有规劝
兄长的良苦用心，希望崔发立定脚跟，洁
身自好，以历史上的御史大夫观照自己，
不愧对汉朝，不愧对良心，不愧对百姓。
遗憾的是，崔发缺乏弟弟的担当和情怀，
他奉迎王莽唯恐不及，后来果然也和王莽
一样死于非命。

历史是公平的。趋承附随的，蹿跳一
时，势不能长久，正直担当的，往往能经受
住历史考验。大浪淘沙，沉者为金。崔篆
留下的《御史箴》，尽管只剩“简上霜凝，笔
端风起”，却言简意深，余味无穷。

简 上 霜 凝 笔 端 风 起
●赵建国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
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
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
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
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
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
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
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
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
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
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
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
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
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
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
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
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
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
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
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
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
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
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
伟大的群众基础。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政治局通过两个决议:一是决定在周
恩来逝世后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华
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的党
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随着邓小平的被撤职，“批邓、反击
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更大的规模和声势在全国强行推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
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
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
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
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
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
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
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
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
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
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
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
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
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
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
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
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
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
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
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
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
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
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
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
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
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
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
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
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
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
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

“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
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
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
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
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
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
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
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
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
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
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
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
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
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
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
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
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
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
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
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
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
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
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
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
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
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
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
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
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

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

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
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
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
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
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在晚年对许多问题没有
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
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
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
剧所在。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
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
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
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
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
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后来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
了重要作用。他在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
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
正义斗争。特别是七十年代初，他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
化，审时度势，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卓识的重大战
略调整，使我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
本建立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
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在“文化大革命”中，党
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
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这些都是同毛泽东的
作用分不开的。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不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后半生，
领导党和人民抵御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
立，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进行了探索。这些重要的历史功绩和探索的首创精神，
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他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特别是“文化
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
路，这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
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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